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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其中，

水生态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1]。随着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作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

重要指示，水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深化体制改革的新时期。

河（湖）长制因其根植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将环境目

标责任制与党、政首长负责制在河湖治理领域有机结合，

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多龙治水”难题，是推进水

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抓手 [2]。但是，从河（湖）长制提出以

来，学界都对其“人治化” “运动式” “功能泛化”的特征存

在担忧 [3]，对其能否长效助力水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质疑。实

践中则囿于上下级责任推诿、跨部门协调困难、治理效果

遭遇瓶颈等现实问题 [4]，对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存在疑惑。

究其原因，未能厘清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路径，是现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共有的难题。由此，

本研究在剖析河（湖）长制和水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的基础

上，结合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

以中央相关政策文件为指引，提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为实践奠定理论基础。

1  概念内涵及分析框架

1.1  河（湖）长制的概念内涵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及《关于在湖泊实施

湖长制的指导意见》中对河（湖）长制内涵进行了首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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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河（湖）长制指各地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坚持问题导

向，落实地方党政领导河湖管理保护主体责任的一项制度

创新。”以此为基础，学界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一

种认为河（湖）长制成果显著，具有管理模式层级化、属

地化等优势，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河湖治理体制长久以来

的多种问题 [5-7]；另一种却认为河（湖）长制是“一个有

效而非长效的制度设置”，对其贴上了“过渡的” “应激的” 
“人治的”等标签，认为其与法制社会的基本要求并不相

符 [8-10]。事实上，作为一种跨域河流治理的重要实践，单

纯的肯定和否定都不足以说明河（湖）长制的复杂特征 [11]。

现有研究识别出河（湖）长制的三个主要特征：其一，高

位推动，即通过管理职责充分落实到区域党政“一把手”，

借助河（湖）长的“领导关注”获得充足的治水资源和高

效的执行力 [12]；其二，多部门联动和多主体参与，即通过

河（湖）长承担“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

责任，成为协调各涉水部门和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参与

流域联防、联控、联治的重要平台 [13]；其三，治水传统的

回归，河（湖）长是中国传统水文化的代表，通过河（湖）

长制开展河湖治理是对中华民族千年治水历史的传承 [14]。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河（湖）长制是根植于

中国制度文化背景下，以落实各级行政、党政首长河（湖）

管理责任为基础的，借助治理理念创新、法律法规创新、

管理模式创新等不断改革发展，推动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建

河湖生态与经济社会间良性互动治理系统的体制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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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的分析

框架

自《水利部关于加快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

正式印发以来，水生态文明被认为是根据人类遵循人水和

谐理念，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和谐发

展，保障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主题的人水和谐文化伦理形

态 [15]。主要包括两大特性：一是战略性。水生态文明建设

沿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导向，以生态、社会、经济协同

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无法一蹴

而就，需要经由多个非连续进程实现阶梯式发展，并且在

各个建设阶段呈现出具有差异的工作内容与重点 [16]。二是

系统性。一方面，全民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

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从而形成多个相

互依存的生存循环、相互协同“融入”构成系统 [17]；另一

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被视为由指导思想、核心主体、

工作对象、关键要素、治理模式和工作重点等多项内容组

成的复合系统，通过各项工作全面开展系统的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18]。

基于制度嵌套理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本质上是将中观的河湖治理体制改革嵌套于宏观的水生

态文明建设中，通过河（湖）长制度所具有的体制优势驱

动河湖治理工作以实现水生态文明战略性和系统性要求。

由此，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是，

以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以河（湖）

长制为体制驱动力，在多个发展阶段，基于适配的治理内

容推进政、产、学、研、金、文、民多元主体①相互作用，

从而全面、系统地开展河湖治理攻关活动。

2  典型案例：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体制改革

2.1  案例背景

琵琶湖—淀川流域水资源问题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日

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粗放型发展将工业污染物、生活废

物无节制地排入湖内使得湖水严重富营养化，造成了琵琶

湖 20 世纪 70 年代爆发大规模的红藻生态危机。1972 年

日本政府开始实施琵琶湖—淀川流域综合治理计划。经过

多年努力，琵琶湖于 2007 年被国际湖泊委员会（ILEC）

评为世界上水质最干净、景色最美丽的湖泊之一，被收

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19]。琵琶湖—淀川流域从各种水

问题频发到治理和谐是日本水生态治理体制改革推进河

湖治理经验的缩影。虽然琵琶湖—淀川流域综合治理在我

国并非完全适用，但是其推行的高层政府主导、跨部门协

作治理、全民参与等体制改革措施与河（湖）长制改革目

标有异曲同工之妙 [20]。由此，通过提炼琵琶湖—淀川流

域河湖治理体制改革的工作重点等成功经验，可以为中

国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设计提供 

借鉴。

2.2  治理历程

2.2.1 第一阶段（1972—1997 年）

琵琶湖—淀川流域综合治理的第一阶段是从 1972 年日

本政府制定并开始实施“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到 1997 年

琵琶湖大规模综合调查与计划 [21]。在工作初期，主管部门

便提出了“综合开发，兼顾经济”的指导思想。然而，尽

管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但由于体制与机制不健全，治理

工作效率低下，部门间不协调、推诿、不作为等一系列问

题频发 [22]。由此，相关各级政府逐渐意识到加强治理体系

建设的重要性，首先国家层面通过修订《河川法》，设立县

市镇村联络会议制度 , 使政府对流域水资源能够实现统一

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 [23]；其次出台了大量配套的法

律法规，如在 1990 年的水污染控制法修正案中，明确中央

政府与当地政府具有控制本地污水的特别责任，并在此基

础上制定了具有操作性的细化指标；同时，为更有效地推

进体系建设，政府积极引导流域的企业、民众、媒体等主

体参与治理体系建设，如居民反馈生活排污指标过于严格，

政府由此加入了建设生活用水集中处理公共设施的计划。

这一系列措施帮助流域初步建立起可强制实施的规则、奖

励和惩罚共存的措施、教育和公众参与共举的治理体系 [24]，

特别构成了以《河川法》等国家法律为指引、以《琵琶湖

综合开发特别措施法》等流域法规为主体，以《滋贺县

公害防止条例》等地方条例为抓手的多层级、多目标、刚

性不一的制度框架。事实上，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并未

完成所有的改善目标，水污染和水环境退化等问题仍旧严

峻 [25]，但是因重视治理体系建设并建立起完整的制度架构，

为后续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2.2.2 第二阶段（1997—2020 年）

1997 年起，日本政府对琵琶湖—淀川流域实施了为期

两年的大规模综合调查与计划，决定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治

理落地上来，进而以“交给下一代一个健全的琵琶湖”为

指导，制定了为期 20 年分为两期（第 1 期为 1999—2010 年，

第 2 期为 2010—2020 年）的琵琶湖综合保全整备规划，即

“母亲湖 21 世纪规划”，包括：第 1 期恢复水的自然功能和

规划，第 2 期的加强水的经济及社会功能。

在恢复水的自然功能阶段，政府仍旧是治理的核心并

通过立法引导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如在 1997 年《河川法》

的修订中，增加了有关主体参与管理的内容，设立了共同

参与的河流治理委员会；其次，加强环保产业为政府提供

水资源治理服务来强化市场功能，提高政府水资源治理质

量，同时政府对其进行监察，确保严格遵守滋贺县标准，

并为污水处理行业提供行政指引；最后，通过建立专门委

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保护活动及落实反馈渠道等方式有

① 政指政府，产指产业（企业），学指学校（高校），研指研究院所，金指金融机构（银行），文指文化机构（媒体），民指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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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不同阶段改革工作内容

                
                发展阶段

工作内容

第一阶段

（1972—1997 年）

第二阶段

（1997—2020 年）

第三阶段

（2020—2050 年）

指导思想 综合开发，兼顾经济 交给下一代一个健全的琵琶湖 共感、共存、共有

工作对象 供水及抗洪、流域治理体系 水污染、水供应、水生态、水安全 全面兴水

核心主体 政府 政府、产业、科研机构、高校 政、产、学、研、金、文、民

关键要素 制度、规划、政策 服务、技术、资本 文化

治理模式 科层执行、科层监督 市场 + 科层执行、科层 + 网络监督 多中心治理

工作重点 治理体系建设 治理实施落地 可持续发展

工作抓手 制度建设 角色转变 文化重塑

效促进信息透明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转变。政府以自身信

用为背书重点发挥协调者的作用为流域内各方利益相关者

提供协调利益冲突的一个解决平台和沟通网络。

经过上述努力，截至 2006 年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已

成效显著，水质明显好转，“母亲湖 21 世纪规划”进入二期

阶段。这一阶段进一步针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不协调问题

展开工作，旨在加强水环境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以理顺发

展关系推动社会和经济绿色转型，从而提出了修复“生活

与湖泊的关系”的湖泊治理新目标 [26]。这一时期治理工作

突破了资金和知识两个瓶颈：首先，将多种利益相关者的

金融资源进行整合，设立了琵琶湖管理和研究基金等；其

次，国立环境研究所、滋贺县琵琶湖环境研究所等研究机

构对琵琶湖—淀川流域开展了大量基础和应用研究，为琵

琶湖的保护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2.2.3 第三阶段（2020—2050 年）

琵琶湖—淀川流域综合治理第三阶段工作计划于 2020
年展开，旨在以“共感、共存、共有”为指导思想推进治

理成果的长效化，实现流域内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可

持续发展。虽然琵琶湖—淀川流域第三阶段治理工作并未

全面实施，还不能从其治理结果判断成效，但就目前情况

来看，已经营造出的“亲水”氛围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两

方面奠定了河湖治理长效化基础。具体而言，首先，政

府、NGO、民众等持续发起环境保护活动，在流域内营

造“亲水”氛围，通过建设琵琶湖自然博物馆等公共文

化设施将治理历程沉淀，以“共感、共存、共有”的发展

理念升华流域文化；其次，加强学校与企业及其他利益相

关者的联系，通过培训加强理念和技能在代内的推广与传

播，同时学校、教育部门进一步发挥教育在代际的传承作

用，重视下一代的交流教育和公共意识培养；再次，借

助琵琶湖治理经验与文化号召力建立起更广泛的全球网

络，设立生态琵琶湖奖、与国际组织合作等方式，加强交

流并增强影响力；最后，通过制定柔性计划、全面监测治

理成果、组建琵琶湖综合养护计划指导小组委员会和民间

滋贺县环境保护协会等措施弥补文化功能，从而升华治理 
成效。

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综合治理通过三个阶段的不懈

努力，促使琵琶湖从生态凋敝、治理混乱转变为拥有世界

最优水质和先进治理体系的流域之一，其改革工作内容见

表 1。

3  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分析

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工作为我国河（湖）长制

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在此基础上，结合

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与规划，本文进一步提出河（湖）

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图 1），并针对每个

阶段的工作重点提出河（湖）长制实施的建议。

3.1  第一阶段：加强河湖生态治理体系建设（2016—

2020 年）

由日本的经验可知，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在第一阶

段初期由于更关注显性的治理成效而忽视了治理体系建设，

致使在投入大量治理资源后水问题仍然反复恶化。基于此，

我国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第一阶段的首要重

心应当放在由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评价体系、保障体系

等共同组成的河湖治理体系的建设上。表现为，以政府为

主导，以流域治理体系建设为主要工作对象，重点落在多

层次制度设计之上。通过“政府→治理体系→政府”的

“治理体系构建回路”，促进有针对性的制度和政策出台；

通过“政府→治理体系→多元主体→政府”的“治理体系

优化回路”形成多元主体的积极反馈，以解决治理体系建

设中的切实问题，从而为治理工作的实施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对 2020 年生态文明重大制度基本确

立的重要指示，在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思想统领下，以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和谐统一为指引，以

《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意见》中“四个到位”为

目标，做到工作方案到位、组织体系和责任落实到位、相

关制度和政策措施到位、监督检查考核评估到位；以《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水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河湖

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水资源总量管理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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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节约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水环境治

理体系、水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水生态文明绩

效评价考核、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以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等机制创新组成的河（湖）治理体系为工作对象，以河

（湖）长为首的各级人民政府为核心主体，以法规建设、政

策指引和科学规划等制度建设为抓手，在理顺《水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水资源保护规

划（2016—2030 年）》等现行河湖治理政策法规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体制建设、落实和监督，同时号召各利益相关主体

积极参与到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的建设过程中，

最终以落实“四个到位”要求、搭建起较为完善的水生态

文明治理体系为阶段性成果。为加强河（湖）长制高层推

进以制度建设为抓手的治理体系建设，应进一步重视如下

工作：

第一，党政首长负责是河（湖）长制优势的核心，需

要通过制度法律加以确定。虽然现阶段在国家层面，已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确立了河（湖）长的法

律地位，但是在具体的权责划分、省（区、市）市县乡制

度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防止权力滥用

和责任过度集中更需要制度创新加以规范和指导。

第二，遵循“不简单以 GDP 论英雄”的绿色发展原

则，并进一步落实“不简单以生态达标论英雄”的考核标

准。明确治理体系建设阶段的重心不是显性的河湖治理成

效，而是隐性的治理制度、政策和规划的有效建立，避免

河（湖）长制推行的短视效应。

第三，突出“河（湖）长”在经济和生态双重领导的

作用，加强发展与保护不同目标制度建设的有效平衡与协

调。对于复杂的治理问题应以河（湖）长为核心，制定战

略性的专项规划，以推进河（湖）长制与其他现行制度的

有效对接。

第四，提高多主体参与层级。以高级别河（湖）长听

证会等为形式，广泛吸纳各利益相关群体代表对制度问题

进行反馈，通过加强反馈来预防制度建设不完善导致的系

统性问题。

3.2  第二阶段：强化治理成效落实（2020—2035 年）

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的第二阶段成功实现了体

图1  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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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指导工程项目、基础设施等治理工作的落地，从而

高质量地完成了其治理目标。对于我国而言，第二阶段的

治理目标应当是落实治理成效，旨在通过恢复水质实现河

湖与人的和谐共生。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到 2035 年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基本实现”为目标，以“两山理

论”为主导思想，遵循水总量、水效率和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三条红线”的基本要求，攻克包括水资源管理、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河湖资源保护、河

湖执法监督、河湖长效管护、河湖综合功能等八大方面的

复杂水问题。针对这一系列复杂目标，河（湖）长在本阶

段将不再作为“交办”主体开展工作，而应承担监督和协

调的重任，重点成为搭建治理平台的黏合剂。推进产业、

科研机构及高校发挥各自主体作用，将服务、技术和资本

等要素注入进河（湖）长制工作领域，通过市场与科层共

同加强执行力、效率并降低成本，通过科层与网络共同监

督治理效果，逐步构建出“政、产、民、文、学”监督驱

动、“政、金、产、政”工程项目驱动、“政、研、学、产”

科技驱动和“产、研、金”经济转型驱动等多种驱动回路

共同推进，最终保证“八大任务”落到实处。利用好河

（湖）长制跨部门、多主体协调平台的作用，通过促进治理

角色转变加强治理成效落地，需要做到如下要点：

第一，重视科学原理研究，为角色转型奠定科学基础。

效仿日本设立专项科学研究基金，以河（湖）长制的高规

格河湖自然科学研究并推进社会软科学原理的挖掘，厘清

河湖自然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帮助河（湖）长决策。

第二，河（湖）长引领转型，产生示范效应。以河

（湖）长为起点，以“放管服”为手段，在不同建设阶段

逐步释放河湖治理“权责利”，消解“人治”局限和政治

傲慢，帮助河（湖）长从“交办”到“督办、协办”再到

“引领”的“三级跳”，带动其他主体顺利转型。

第三，运用混合治理推进利益相关者角色良性转变。

首先，强化河（湖）长作为协调多方关系平台的角色定位，

明确优化规则、平衡关系、决策仲裁等工作内容。其次，

形成市场机制，以河（湖）长的行政监管为基础，政治信

用为背书，引入多种资本设立河（湖）治理基金，并由此

推进水权市场、排污权市场、生态补偿市场等多类市场的

并行建设。再次，优化科层体制，打通上下级直管、同级

协商的行政管理通道，减少科层管理层级，加强跨区域跨

部门联动，提升管理效率。最后，搭建治理网络，设立高

级别联席会议，通过利益相关者间的沟通交流，缓解角色

转变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治理成本和提升监管

范围。

3.3 第三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2035年—21世纪中叶）

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的第三阶段围绕治理成果长效

化展开，重视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以非工程措施为工作

特征，旨在形成人与自然共存、共有的和谐局面。第三阶

段的中国仍需坚持以“两山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实现生

态、经济和社会协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包括坚持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落实社会与生态

的同步发展；坚持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有效落实，促进

生态和经济的相互促进；坚持《中国制造 2025》纲领和

创新型社会，铺平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社会和经济共同

进步的前行路径。在此基础上，河（湖）长制不再只是一

种制度创新更是绿色发展文化风貌的实际表现，“政、产、

学、研、金、文、民”多主体以河（湖）长为中心，科学

技术与法律制度以和谐水文化为统领，在以“德治”为核

心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下，形成绿色发展方式、绿色生活方

式和环境公民社会，不断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迈进。该阶段工作将以“非工程

性措施”为治理手段，呼唤全社会的自觉参与，形成多中

心、自组织的治理结构，表现为鼓励民众义务保护水源，

学校和科研院所加强教育与研究提高社会水保水平，资本

大量流向绿色环保领域，产业绿色转型加强水保能力，媒

体积极宣传水文化，政府为保障治理成效提供多种支撑，

从而形成如下反馈回路：其一，以政府和民众为核心，以

文化和教育为支撑，形成“政→学→文→民→政”的政府

推动、教育培养、文化传播、民众监督的“生活环境主义

回路”；其二，以政府、产业、学校为核心，形成“政→

研、学→产→政”的政府指引、研学创新、产业主导、民

众支持的“全球绿色领导力回路”；其三，经济、社会和生

态三者在“亲水”文化的良好氛围中相互促进、相互支撑

的稳定结构，进而构建出“生态→文→民→学→研→产→ 
经济→金→产→政→社会→文→民→生态”的“可持续发

展回路”。由于文化是协调复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唯一介

质 [27]，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将承袭治水传统，全面重塑

以河（湖）长为核心的社会水文化，为此应当致力于如下

工作：

第一，塑造以河（湖）长制为内核的水文化。明确河

（湖）长在河湖治理工作中的权威特征，增强河（湖）长公

信力，以《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 年）》为指

导，结合水利精神文明建设与水文化建设相关的工作，以

展示各级河长的履职经历和感人故事等活动为方式，逐步

将河（湖）长塑造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水文化符号。

第二，寻根溯源、继承发扬水文化传统。要求河（湖）

长关注辖区内传统水文化的凝练与传承，发扬中国千年治

水历程中迸发的无私奉献、以德治人、“天人合一”等哲学

思想和民族精神，弘扬人与生态和谐相处的绿色生活方式

和绿色发展方式，将水文化的复兴作为建设“美丽中国”

的内在要求。

第三，推进水文化与科技的有机融合。要求河（湖）

长以崇尚科学为基础创新水文化，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传播

水文化，以科学知识为武装践行水文化，帮助各利益相关

者在水文化背景下，积极、高效、科学地参与河（湖）长

制工作，推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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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河（湖）长制作为生态治理体制创新的核心在于有效并

长效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本文基

于日本琵琶湖—淀川流域治理经验，结合国家的战略要求，

提炼总结出河（湖）长制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战略路径的

三个发展阶段，并由此提出聚焦制度建设、构建利益相关

者角色转型机制和重塑社会水文化的政策建议，为河（湖）

长制从“有名”向“有实”稳步前进提供理论支撑。同时，

随着河（湖）长制的全面建立，湾长制、田长制等改革蓄

势待发，河（湖）长制作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已成效

初显，下一阶段可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如何预防权力滥用、

跨流域协调管理等关键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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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trategic Route of the Promotion o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TIAN Ming1,2,3, ZHANG Yang1,2,3*, WANG Qun2,4, WANG Hongpe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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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Nanjing 211100, China; 3. Decision Consulting Research Base of Jiangsu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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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is the key of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Based on expla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strategic route of the promotion on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y River 

(Lake) Chief System.Then, the case of Lake Biwa-Yodo River basin in Japan is analyzed to extract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ecological regime reform.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 “Three-Step” strategic route that including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system, reinforce the practice of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in order to impel the development of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scientifically, we figure 

out three policy advices, including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gulation, improving stakeholder role change mechanism, reconstructing social 

water culture.

Keywords: river (lake) chief system; wate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ic route; Lake Biwa-Yodo River basin


